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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思佳

【提要】 越南古史涉及其民族和国家起源问题，历来为治越南史之学者所关注。过去，由于史
料方面的缺失和限制，中外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考证和探讨越南古史的历史真实性，甚少有人注

意越南古代史家书写和构建其古史的整体历史过程。本文结合新发现的《大越史略》抄本和越南古
代其他主要的代表性史籍，将越南古代史家对本国古史的书写和构建分为三个主要阶段，包括陈朝

史家对古史的最初书写和构建、后黎朝史家对古史的丰富与发展以及中兴黎朝、西山朝和阮朝三代
史家对古史的修正与定型。越南古史的书写和构建不仅为当时的越南诸自主王朝构建了一套相对
完整的越史叙事的话语体系，亦成为近代以来越南构建其现代民族和国家的重要历史素材。由于深
受古代汉文化的影响与浸润，越南古代史家笔下的本国古史亦包含很多鲜明的中国历史文化特征，

这是中越两国之间长期交往的一种必然产物和历史记忆。
【关键词】 越南 古史叙事 历史书写 中越关系 《大越史略》

本文所谓的越南古史，即越南上古时期的历史，大致可以从公元前三世纪晚期( 即中国秦代) 一

直上溯至远古时期。由于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无文字可考，并非信史，可资利用的各类史料极为有
限，主要依靠神话传说故事来进行建构，不少学者亦将其称为“传疑时代”，意在“以疑传疑”。① 由于
越南古史涉及其民族和国家起源问题，历来为治越南史之学者所关注和重视，形成了大量相关的研

究成果。② 仅就目前的成果而言，学界对越南古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雄王和安阳王两大问题上，其
核心内容则是要探讨雄王和安阳王是否为真实的历史人物，他们所建立的统治形态是否属于国家

政权。但是，值得注意的是，20 世纪以来诸学人所关注和研究的越南古史在很大程度上可谓是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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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古代①的诸史家不断书写和构建的一个产物，要真正理解越南古史及其相关记载，就势必对其构建

和演变的历史过程进行考察。就目下而言，学界对该问题的认识相对薄弱，仅有叶少飞和徐方宇两
位学者分别对越南古代历史起点的历史书写②和雄王形象演变的历史书写③进行了一些探讨，尚未

有关于越南古代史家书写和构建其古史的专论出现。究其原因，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长期受到史料
方面的局限，尤其是越南现存最早的史书———《大越史略》在成书时间和史料价值上一直存在较大的
争议，使得是书与越南其他史籍( 如陈普的《越志》、黎文休的《大越史记》等) 的先后关系难以蠡定，
由此限制了学界对该问题的认识。近期，笔者在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发现了一个长期为学界所忽视
的清代曹寅收藏的《大越史略》抄本，并考证该本是现存唯一的未经《四库全书》编者改订的《大越史
略》版本，由此初步解决了学界对《大越史略》存在的若干争议，亦为考察越南古史的构建和演变提
供了某种可能。④ 基于此，本文拟结合新发现的《大越史略》抄本和其他越南古代主要的代表性史
籍，对越南古代史家书写和构建其古史的历史进程进行考察，以期推动学界对越南古史的认识和

理解。

一、从无到有:陈朝史家对越南古史的最初书写与构建

公元 968 年，丁部领最终平定割据今越南北方各地的“十二使君”，定都华闾，国号“大瞿越”，建
立了越南历史上第一个自主王朝———丁朝( 968—980 年) 。此后，丁氏向中国宋廷朝贡请封，宋太祖
则分别册封丁氏父子( 指丁部领和丁琏) 为交趾郡王和静海军节度使，由此确立了中越传统宗藩关

系。至此，越南结束了长达千余年的郡县时期( 越南史学界称“北属时期”) ，开启建立自主王朝的新
时期。⑤ 由于长期受到古代汉文化的影响与浸润，越南统治阶层在构建其自主王朝国家的过程中大
量仿效和吸收了中国的文物制度。根据越南史籍的记载，丁部领建国后仿效中国“起宫殿，制朝仪，
置百官，立社稷”; ⑥前黎朝( 980—1009 年) 更是学习同时代的宋朝制度，有“改文武臣僚僧道官制及
朝服，一遵于宋”⑦的记载。除了对中国政治制度进行学习和仿效外，越南亦继承了中国的修史传
统，开始记述和编撰本国的历史。从现有的史料来看，古代越人的修史活动最早可以追溯到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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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越南古代”的界定，中外学界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大体而言，至少有以下两种看法:第一种观点认为越南古代的历史最早
可以追溯至上古时期，且一直延续到 1858 年法西联合舰队进攻越南岘港之前 ( 参见

) ;第二种观点认为越南古代与世界历史整体发展的历史进程基本同调，

即越南古代历史应大致终结于 16 世纪前后，16 世纪郑阮分治以后越南则进入“现代早期”( 亦有学者将其译为“近世”) ( 参见
Anthony Reid，ed. ，Southeast Asia in the Early Modern Era: Trade，Power，and Belife，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3) 。由于笔者倾
向于第一种观点，因此，在本文中将 1858 年以前的越南历史均视为越南古代历史的范畴。
叶少飞:《越南古史起源略论》，《东南亚南亚研究》2013 年第 2 期。
徐方宇:《越南雄王信仰研究》，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4 年版。
关于此新发现的《大越史略》抄本的整体情况和史料价值，分别参见成思佳《现存最早的越南古代史籍———〈大越史略〉若干问
题的再探讨》，《中国典籍与文化》2017 年第 3 期;成思佳《现存最原始的越南陈朝史籍文本:北京师范大学藏抄本〈大越史略〉考
论》，“中越关系研究:历史、现状与未来”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广州，2018 年 5 月。
参见戴可来《略论古代中国与越南之间的宗藩关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 年第 2 期。
( 佚名) 《大越史略》卷上，李永明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稿抄本丛刊》第 39 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1 年影印本，第
492 页。
吴士连、范公著、黎僖等:《大越史记全书( 上) 》本纪卷 1，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附属东洋学中心刊行委员会 1984 年点校本，
第 19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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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1225 年) 初年，李太祖时就有“诏修玉牒”的记载。① 根据潘辉注考证，李太祖诏修的玉牒名
为《皇朝玉牒》，共一卷，于天顺十七年( 1026 年) 修撰。② 此外，还有学者提出:李朝杜善曾编撰过一
部两卷本的《史记》。③ 但根据叶少飞的研究可知，该书很有可能是“后人托名杜善所辑的一部神怪
书籍”，既非越南李朝的古籍文本，亦非真正意义上的史书。④

目前，越南已知最早的官修正史是陈朝 ( 1225—1400 年) 初年史家黎文休所作的《大越史记》。
黎文休( 1230—1322 年) ，号修贤，陈朝初年进士，历任翰林院侍讲、兵部尚书、国史监修等职，封仁渊
侯。⑤ 根据吴士连的记述，黎文休应是在陈太宗的授意下开始编撰是书的。⑥ 到陈圣宗绍隆十五年
( 1272 年) ，该书最终完成并上进给朝廷，凡 30 卷。⑦ 另外，根据流寓中国的越人黎崱所作的《安南志
略》可知，陈朝初年先有陈普作《越志》，后有黎休修《越志》。⑧ 学界一般认为，《安南志略》所述的陈
普和黎休即为《大越史记全书》中所载的陈周普和黎文休。过去，不少学者认为，陈普所作《越志》可
能即《大越史略》，黎休所修的《越志》即黎文休的《大越史记》。⑨ 但是，根据笔者对新近发现的北京
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抄本《大越史略》的研究可知，《大越史略》的成书时间应在 1299—1388 年，瑏瑠明
显晚于黎文休的《大越史记》，不大可能是更早的陈普的《越志》。由此看来，在陈朝初年，越南国内
至少出现了两种史籍: 其一是陈普的《越志》; 其二是黎文休在陈普《越志》基础上所作的《大越史
记》。由于此二书目前均已散佚，且尚未见到陈普奉朝命修撰《越志》的记载，因而该书究竟为官修
还是私撰尚不能确定。因此，黎文休的《大越史记》应是目前已知的越南最早的官修正史。
虽然黎文休的《大越史记》现已散佚，但是迟至后黎朝初年，越南史官吴士连在编撰《大越史记

全书》时仍能看到是书，并将该书的部分内容和黎文休的一些重要史论和史评吸收进《大越史记全
书》之中而保存至今。瑏瑡 根据吴士连在《大越史记全书》中的相关记述可知，黎文休《大越史记》所书
越史的时间段限最早起于南越武帝赵佗，终于李朝末代女皇李昭皇，尚未述及中国秦代以前越南古

史的内容。瑏瑢 再者，根据《安南志略》的记载，由于黎文休的《大越史记》应是在陈普《越志》基础上完
成的，因此《越志》所书的时间段限很可能与黎书相当，亦未述及越南古史的内容。由此看来，至少到
陈朝初年，越南古代史家，尤其是当时的史官仍然将中国秦汉时期割据岭南的南越赵氏政权作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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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崱:《安南志略》卷 15，中华书局 2000 年点校本，第 353—354 页。
成思佳:《现存最早的越南古代史籍———〈大越史略〉若干问题的再探讨》，《中国典籍与文化》2017 年第 3 期。
关于《大越史略》的成书时间，笔者先是据陈太宗庙号的出现时间和新发现的北师大抄本《大越史略》中《皇朝纪年》年表考证该
书的成书时间应在 1277—1388 年( 参见成思佳《现存最早的越南古代史籍———〈大越史略〉若干问题的再探讨》，《中国典籍与
文化》2017 年第 3 期) ，后来，随着笔者对北师大抄本《大越史略》中所存在的诸陈朝避讳字的研究日益深入，又结合这些避讳字
的存废时间进一步考证《大越史略》的成书时间应在 1299—1388 年( 参见成思佳《现存最原始的越南陈朝史籍文本:北京师范大
学藏抄本〈大越史略〉考论》，“中越关系研究:历史、现状与未来”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广州，2018 年 5 月) 。
吴士连、范公著、黎僖等:《大越史记全书( 上) 》卷首，第 55 页。
吴士连、范公著、黎僖等:《大越史记全书( 上) 》卷首，第 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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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历史的起源和开端，尚未开始书写和构建南越国之前越南古史的内容。
到陈朝中后期，这种情况逐渐发生了改变，越南史家开始尝试追溯和书写南越王国以前更为久

远的历史，即本文所谓的越南古史。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最早对越南古史进行追溯的越人可能是黎
崱，①他在《安南志略》中曾对越南古史进行了一番简单的描述:

昔未有郡县时，雒田随潮水上下，垦其田者为雒民，统其民者为雒王，副王者为雒将，皆

铜印青绶。蜀王尝遣子，将兵三万降诸雒，因据其地，自称安阳王，而王赵佗举兵袭之。有
神人名皋通，下为安阳王辅佐，治神弩，一发杀万人。赵佗知不可敌，因住武宁县，遣太子始
诈降，以图之。后通去，语王曰:“能持予弩则兴，否则亡”。安阳王有女名媚珠，见太子始，
悦之，遂与相通。媚珠取弩视之，阴易弩机。赵佗进兵，安阳王败，持避水犀入海，赵佗奄有
其地。②

从黎崱的这段描述来看，他认为越南在“昔未有郡县时”，曾先后经历了诸雒王、雒将和蜀王子安阳王
两大统治时期，由此第一次勾勒了越南古史的基本叙事框架。根据黎崱在文中的自述，他的这段文
字应引自《交州外域记》。③ 通过对比《水经注》中所保留的《交州外域记》的相关引文来看，④黎崱这
段描述确实基本因袭了《交州外域记》的记载，但亦略有差异，即关于安阳王最后的结局，《水经注》
引文中言“安阳王下船，迳出于海”，⑤而《安南志略》中则记“安阳王败，持避水犀入海”。查阅相关资
料可知，安阳王持避水犀入水的说法可能最早见诸于沈怀远的《南越志》，有所谓“安阳王御生文犀
入水走，水为之开”⑥的说法。即黎崱在书写和构建越南古史的过程中，很可能亦部分参考了《南越
志》的记载。当然，由于黎崱是降元入华的越南士人，其所作的《安南志略》亦是在中国国内完成的。
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安南志略》实为一部中国古籍，其中对越南古史的书写和构建究竟对当时
的陈朝史家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尚不能确定。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越南陈朝史家正式书写和构建其古史的实践应始于《大越史略》。《大越

史略》是已知现存最早的越南古代编年史，其作者失详。根据笔者的最新研究可知，《大越史略》
与《安南志略》的成书时间⑦较为接近，大致成书于 1299—1388 年，相当于越南陈朝统治的中后
期，是介于黎文休的《大越史记》和吴士连的《大越史记全书》之间的一部越南通史性著述。⑧ 在该
书之中，越南陈朝的史家在赵氏本纪之前首次增补了名为“国初沿革”的部分来书写和构建越南
古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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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黎崱，生卒年失考，字景高，号东山，原为越南陈朝宗室章宪侯陈键幕僚，后随陈键投降元军，定居中国并编撰了《安南志略》。参
见黎崱《安南志略》，第 1—2 页。
黎崱:《安南志略》卷 1，第 29 页。
《交州外域记》一书现已散佚，关于该书的相关情况，参见饶宗颐《安南古史上安阳王与“雄王”问题》，《南洋学报》1969年第 24卷。
徐中舒:《〈交州外域记〉蜀王子安阳王史迹笺证》，徐中舒《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第 1391—1400 页。
徐中舒:《〈交州外域记〉蜀王子安阳王史迹笺证》，徐中舒《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第 1400 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编辑组编《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
版，第 13 页。
根据武尚清的研究可知，《安南志略》的成书时间应在 14 世纪 30 年代。参见黎崱《安南志略》，第 2 页。
参见成思佳《现存最早的越南古代史籍———〈大越史略〉若干问题的再探讨》，《中国典籍与文化》2017 年第 3 期; 成思佳: 《现存
最原始的越南陈朝史籍文本:北京师范大学藏抄本〈大越史略〉考论》，“中越关系研究: 历史、现状与未来”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广州，2018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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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黄帝既建万国，以交趾远在百粤之表，莫能统属，遂界于西南隅，其部落十有五焉，曰

交趾、越裳氏、武宁、军宁、嘉宁、宁海、陆海、汤泉、新昌、平文、文郎、九真、日南、怀欢、九德，
皆禹贡之所不及。至周成王时，越裳氏始献白雉，春秋谓之阙地，戴记谓之雕题。至周庄王
时，嘉宁部有异人焉，能以幻术服诸部落，自称碓王，都于文郎，号文郎国。以淳资为俗，结
绳为政，传十八世，皆称碓王。越勾践尝遣使来喻，碓王拒之。周末为蜀王子泮所逐而代
之。泮筑城于越裳，号安阳王，竟不与周通。秦末赵佗据欝林、南海、象郡以称王，都番禺，
国号越，自称武皇。时安阳王有神人曰皋鲁，能造柳弩，一张十放，教武皇军万人。武皇知
之，乃遣其子始为质，请通好焉。后王遇皋鲁稍薄，皋鲁去知。王女媚珠又与始私焉。始诱
媚珠求看神弩，因毁其机，驰使报武皇。武皇复兴兵攻之，军至，王又如初，弩折，众皆溃散，
武皇遂破之。王衔生犀入水，水为之开，国遂属赵。①

与《安南志略》相类似，《大越史略》中的这段“国初沿革”的描述仍然主要取材于中国典籍的记载，如
越裳氏献白雉主要出自《尚书大传》，嘉宁和文郎国的说法则源自《林邑记》等。② 但是，与黎崱简单
因袭《交州外域记》和《南越志》的做法不同，《大越史略》的作者开始尝试对相关史料进行取舍和加
工，书写和构建出了一套与中国典籍记载不尽相同的越南古史叙事。具体而言，则主要表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第一，或许是为了追求与中国历史相比肩，《大越史略》的作者第一次明确地将越南历史的
上限追溯到中国上古的黄帝时期，构建了一段从黄帝一直持续到秦末的越南古史;第二，为了增加越

南古史的可信性和合理性，《大越史略》的作者开始将中国历史与越南古史对照起来进行书写，即以
黄帝对照交趾十五部，周成王对照越裳氏献白雉，周庄王对照碓王③建立文郎国，周朝末年对照安阳

王取代末代碓王，秦末对照赵佗击败安阳王等; 第三，将中国古籍中有关“雒王”( 亦称为“骆王”或
“雄王”) 、④“古文狼国”( 亦称为“古文郎国”) ⑤和“越裳氏”⑥的传说与一些中国郡县越南以后形成
的地名( 如嘉宁县、九真郡、日南郡等) 杂糅起来，最终形成了“交趾初有十五部落，后嘉宁部有异人
自称碓王，建文郎国，传十八世，皆称碓王”的建国传说。
通过以上论述不难看出，越南史家对本国古史的书写和构建在陈朝时期确实经历了一个从无到

有的发展过程。从现有的史料来看，至少在陈朝初年，以陈普和黎文休为代表的一些越南史家可能
尚未形成书写和构建越南古史的认识和自觉，因此仅将越南历史的开端追溯到中国历史上曾割据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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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由于现存《大越史略》诸本存在一定的差异，此处引用的“国初沿革”部分是笔者以新近发现的北师大抄本《大越史略》抄本为底
本，对照其他版本校合而成的，特此说明。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编辑组编《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第 2、5 页。
《大越史略》中的“碓王”，即越南后世史籍中的“雄王”，学界一般认为“碓王”是由中国古籍《交州外域记》中所载的“雒王”演变
而来，是“雒”字的讹误，即“碓王”之说或为从“雒王”到“雄王”的一种过渡阶段( 参见饶宗颐《安南古史上安阳王与“雄王”问
题》，《南洋学报》1969 年第 24 卷) 。另外，亦有学者提出“雒王”由“雄王”演变而来的说法。但不论是哪种说法，“碓王”无疑都
是二者之间的一种过渡形式。关于“雒王”由“雄王”演变之说( 参见刘瑞《“雄王”、“雒王”之“雄”、“雒”考辨———从南越“雄
鸡”木简谈起》，《民族研究》2006 年第 5 期) 。当然，如果仅以越人所作诸史志文献来看，从《安南志略》中的“雒王”，到《大越史
略》中的“碓王”，再到《舆地志》和《大越史记全书》中的“雄王”来看，由“雒”演变或讹误为“雄”的说法可能更为合理。
中国史籍中有关雒王、骆王和雄王的传说，分别收录于《交州外域记》《广州记》和《南越志》三部书中。参见饶宗颐《安南古史上
安阳王与“雄王”问题》，《南洋学报》1969 年第 24 卷。
中国史籍中有关古文狼国或古文郎国的诸条传说主要散见于《林邑记》《水经注》《通典》《旧唐书》《太平寰宇记》等诸书。参见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编辑组编《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第 5—6 页。
中国史籍中关于越裳氏的传说主要收录于《尚书大传》中。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编辑组
编《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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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地区的南越赵氏政权，将赵佗称帝视为越南国统之始。到陈朝中后期，以《大越史略》的作者为代
表，一些史家开始出现书写和构建较南越国更为久远的越南古史的倾向，由此利用中国史籍中的若

干零星记录，初步构建出了国初有 15 部落、碓王建文郎国、蜀王子泮安阳王取碓王而代之等古史内
容。当然，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黎崱的《安南志略》还是佚名的《大越史略》，都还没有将这段古史
作为越南正史来进行书写和记载，如《安南志略》中对古史的记述是附于“越王城”( 传说该城为安阳
王都城，亦称螺城) 条目之内的，实为对越王城的解释和说明，黎崱也并没有如对赵氏、丁氏、黎氏、李
氏和陈氏那样为雒王和安阳王建立世家列传;再如《大越史略》虽然将“国初沿革”附于南越赵氏之
前，但亦未如赵氏、丁氏、黎氏和李氏那样给碓王和安阳王设立帝王本纪。

二、文学入史:后黎朝史家对越南古史的丰富与发展

在陈朝的部分史家尝试于史册之中书写和构建相对明晰且传承有序的越南古史的同时，更有一

些陈朝的文人士大夫通过收集和编撰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集的形式来丰富和发展越南古史中的某

些具体片段。从现有的资料来看，陈朝时期出现的这类文学作品可能至少有三种:其一，陈人李济川
于宪宗开佑元年( 1329 年) 编撰的《粤甸幽灵集》，凡一卷，共 28 传，其中有《校尉英烈威猛辅信大王
传》( 即李翁仲传) 、《果毅刚正王传》( 即高鲁传) 和《佑圣显应王传》( 即山精传) 三传涉及越南古
史; ①其二，相传由陈人陈世法编撰的《岭南摭怪》，凡二卷，共 23 传，其中有《鸿庞氏传》《木精传》
《董天王传》《槟榔传》《一夜泽传》《蒸饼传》《西瓜传》《白雉传》《李翁仲传》《越井传》《金龟传》《伞
圆山传》12 传涉及越南古史; ②其三，陈人胡宗鷟的《越南世志》，该书目前已佚，但查潘辉注的《历朝
宪章类志》可知，该书凡二卷，卷一载鸿庞氏 18 世谱，卷二载赵氏世编，从潘氏的记述来看，该书的卷
一亦涉及越南古史的内容。③

与《安南志略》和《大越史略》相比，这类文献的时间线索并不十分明确，反而重视对某一具体人
物、群体或事件的夸张和神化的描述，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史学著述，而是带有浓厚的民间神话传说
色彩的文学作品。比如潘辉注在《历朝宪章类志》中就没有将此三书归入经史类文献之中，而是将其
放在了传记类文献之中加以著录; ④再如参照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编撰而成的《越南汉
喃文献目录提要》则将至今尚存的《粤甸幽灵集》和《岭南摭怪》二书归入“集部—小说—传奇”之类，
亦不认为其是史学著述。⑤ 过去，不少学者都认为，有关越南古史的种种传说( 如雄王、安阳王等) 可
能都是先于越南民间流传，后来逐渐影响到越南官方及其史家的。⑥ 但是，根据笔者最新考证的《大
越史略》成书的时间区间来看，该书的成书时间与《粤甸幽灵集》等三书的成书时间是极为接近的，
甚至有《大越史略》早于此三书出现的可能性存在。由此看来，至少在陈朝时期，越南史家及其史学
著述和文学士人及其文学作品对越南古史的书写和构建活动可能大体上是同时出现的，很难蠡清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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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李济川:《粤甸幽灵集录》，陈庆浩、郑阿财、陈义主编《越南汉文小说丛刊》第 2 辑第 2 册，中国台湾学生书局 1992 年点校本。
陈世法等:《岭南摭怪》，戴可来、杨保筠点校《岭南摭怪等史料三种》，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点校本;戴可来，于向东:《越南早
期传说与古代史迹》，戴可来、于向东《越南历史与现状研究》，第 47—64 页。
参见潘辉注《历朝宪章类志·文籍志》卷 45，第 87 页。
潘辉注:《历朝宪章类志·文籍志》卷 45，第 87—89 页。
刘春银、王小盾、陈义主编《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 2002 年版，第 904、907 页。
徐方宇:《越南雄王信仰研究》，第 54—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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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到底是谁先影响到谁的，只能说越南古史在陈朝时期被逐渐构建出来应是二者长期相互作用和影

响的历史结果。
到后黎朝①( 1428—1527 年) 建立以后，这种史学著述和文学作品长期相互作用的情况一度发生

了很大的变化。众所周知，陈朝灭亡后，越南相继经历了胡朝( 1400—1407 年) 和属明( 1407—1427
年) 两个历史时期，国家陷入了长期的动荡和战乱之中，使得大量的文献材料，尤其是长期局限在上

层流传甚至可能是藏之秘阁的史籍文本大多毁于动乱和战火。② 比如，到后黎朝洪德年间吴士连编
撰《大越史记全书》时，他所知道的越南前代史籍仅有黎文休的《大越史记》和胡宗鷟的《越史纲目》
两部，所能读到和参考的则仅有黎氏《大越史记》而已，黎崱在《安南志略》中提及的陈普的《越志》和
后来辗转流入中国的《大越史略》则均不为吴氏所知。③ 与史学著述相比，由于文学作品更为亲民且
更少受到政治的束缚，遂流传较广，得以更多的保存下来，比如我们之前提到的《粤甸幽灵集》和《岭
南摭怪》均在越南国内流传至今，《越南世志》虽已散佚但仍有序文留存。由于前代相关史籍的大量
散佚，如《粤甸幽灵集》和《岭南摭怪》这类载有越南古史神话传说的前朝文学作品遂开始成为后黎
朝史官书写和构建越南古史的基本素材。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后黎朝时期最早进行这类尝试的应为阮廌。阮廌( 1380—1442 年) ，又名黎

廌，号抑斋，是陈朝后期名相、宗室陈元旦④的外孙，因追随黎利参加蓝山起义而成为后黎朝的开国功
臣之一，历仕黎太祖和黎太宗两朝。⑤ 除了在政治上有所建树外，阮廌亦是越南古代著名的史地学
家，其所著的《舆地志》是越南现存最早的地志类书籍，有“安南禹贡”之称。⑥ 他在《舆地志》一书中
曾对越南古史有一段简单记述:

先君泾阳王生有圣德，受封粤南，为百粤祖……雄王绍统建国，曰文郎国，分国中为交
趾、朱鸢、武宁、福禄、越裳、宁海、阳泉、陆海、武定、怀欢、九真、平文、新兴、九德凡十五
部……⑦

与《大越史略》中的论述相比，阮廌对越南古史的认识已经发生了不小的变化。第一，他首次将“泾
阳王”引入了越南史家的视野，将“泾阳王”称为“先君”，视为百粤之祖，自然亦是越南之祖;第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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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由于越南历史上的后黎朝曾一度为莫朝所取代，因此实际被分为两段，本文所述之后黎朝主要指的是莫朝建立前处于统一时期

的后黎朝，其时间段限从 1428 年一直持续到 1527 年。莫朝之后的后黎朝则在本文中被称为中兴黎朝，其时间段限从 1533 年一
直持续到 1788 年，在此特别予以说明。
越南历史上似乎有秘藏本国史籍的传统，例如根据吴士连在《大越史记全书》中所述，黎圣宗光顺年间曾“诏求野史及家人所藏
古今传记”，并令儒臣予以编次，但书成上进以后便“藏之东阁”，连曾参与编撰的史官吴士连也不得观看( 参见吴士连、范公著、
黎僖等《大越史记全书( 上) 》卷首，第 55 页) ;再如根据《大南实录》的记载可知，潘辉注完成其巨著《历朝宪章类志》以后，遂将
此书进献朝廷，明命帝亦下令将该书藏于秘阁而长期不为外人所见( 参见阮朝国史馆编撰《大南正编列传二集》卷 18，《大南实
录( 二十) 》，庆应义塾大学言语文化研究所 1981 年影印本，第 7799—7800 页) 。
吴士连、范公著、黎僖等:《大越史记全书( 上) 》卷首，第 55 页。
越南陈朝时期，为防止外姓大臣篡权，曾长期任用同姓宗室为宰相。分别参见桃木至朗『中世大越国家の成立と変容』、大阪大
学出版会、2011 年、292 頁;成思佳《越南古代的上皇现象研究( 968—1759) 》，硕士学位论文，郑州大学，2015 年，第 60—61 页。
成思佳:《略论阮廌的生平及其著述》，《黑龙江史志》2015 年第 7 期。
陶维英:《越南历代疆域》，钟民岩( 戴可来) 译，商务印书馆 1973 年版，第 10 页。
阮廌:《舆地志》，杨伯恭编《抑斋遗集》卷 6，越南国家图书馆藏本，第 1—2 页。此处所用“……”两处实为书中对泾阳王和雄王
的一些解释，从笔法上来看应是后世所加注释，并非出自阮廌本人的手笔，故在此省略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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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使用了“雄王绍统建国”的说法，即将越南国统的起源由南越武帝赵佗提前到了雄王建国的时
代;最后，他认为越南上古时期的 15 部落不是先于雄王( 即《大越史略》中的“碓王”) 出现的，而是雄
王建立文郎国后自行划分的结果。通过与上述诸文献对比可知，阮廌对越南古史的这段记述与《岭
南摭怪》中《鸿庞氏传》的内容最为接近。① 因此，阮廌可能是后黎朝最早的将前代与古史相关的文
学作品( 如《岭南摭怪》) 的记述引入史地类著述的学者。由于阮廌并非是普通的学者或史家，而是
后黎朝时期较为有影响力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因此他的这一做法很可能在后黎朝上下产生了较为广

泛的影响，由此催生了后来吴士连对越南古史的重新书写和构建。
吴士连②是越南后黎朝时期著名的史官，其于黎圣宗洪德十年( 1479 年) 受命编撰《大越史记全

书》，凡 15 卷，是为现存最早的越南官修正史。③ 根据吴士连的自述可知，他所撰是书主要是在黎文
休的《大越史记》和潘浮先的《大越史记》④的基础之上“校正编摩”而成的，与此二书最大的不同之处
就是“增入外纪一卷”，即“鸿庞、蜀王外纪”。⑤ 由此看来，吴氏的《大越史记全书》除了对黎、潘二人
所作“旧史”进行重新编校外，主要的创新之处就是加入了“鸿庞、蜀王外纪”一卷，继《大越史略》之
后正式对越南古史进行了新的历史书写和构建。与《安南志略》《大越史略》《舆地志》的记载相比，
吴士连《大越史记全书》中关于越南古史的书写要详尽且繁复的多。从现存《大越史记全书》的内容
来看，吴士连所书的越南古史的直接史源应主要是陈朝遗存下来的《粤甸幽灵集》和《岭南摭怪》这
类民间神话故事集。具体以此二书而言，则主要有《粤甸幽灵集》中《校尉英烈威猛辅信大王传》《果
毅刚正王传》和《佑圣显应王传》三传的内容，《岭南摭怪》中《鸿庞氏传》《董天王传》《白雉传》《李翁
仲传》《金龟传》《伞圆山传》六传的内容。中兴黎朝时期著名的史家吴时仕就曾指出:“旧史( 指《大
越史记全书》) 旁搜古传，织绘成文，务足数代世表，凡所取之摭怪、幽灵，犹北史之南花 ( 华) 、鸿
烈也。”⑥

当然，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名古代史家，吴士连也没有完全接受和因袭《粤甸幽灵集》和《岭南
摭怪》这类文学作品中的相关记载，而是对其进行了他自认为的相对严谨的史学加工，删去了其中较
为荒诞的部分( 如《岭南摭怪》言雄王传 18 世，吴氏认为“恐未必然”，遂未书) ，⑦构建出了一套当时
越南官方阐释本国古史的话语体系。其一是正式修正了黎文休以来形成的越南历史起源于南越赵
佗称帝的观点，⑧将越南历史及其国统正式上溯至泾阳王时代 ( 大致与神农氏后裔帝宜的时代相

当) ，泾阳王之后则相继有貉龙君、数代雄王和安阳王统治，由此书写和构建了一套传承相对有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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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陈世法等:《岭南摭怪》，戴可来、杨保筠点校《岭南摭怪等史料三种》，第 9—11 页。
吴士连，生卒年失考，彰德祝里乡人，后黎朝文宗年间进士，至黎圣宗时期官至礼部右侍郎、朝列大夫、国子监司业兼史官，越南
古代著名的史家。参见姚楠主编《东南亚历史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09 页。
吴士连、范公著、黎僖等:《大越史记全书( 中) 》本纪卷 13，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附属东洋学中心刊行委员会 1984 年点校
本，第 706 页。现存最早的《大越史记全书》版本实为中兴黎朝正和年间的刻本，先后经历了范公著、黎僖等越南后黎朝数代史
官的多次编订和续写，凡 24 卷，其中前 15 卷大致相当于吴士连编撰的《大越史记全书》。
潘浮先的《大越史记》是后黎朝初年为越南陈朝所修的断代史，在内容上接续黎文休的《大越史记》，因此亦名为《史记续编》。
参见潘辉注《历朝宪章类志·文籍志》卷 42，第 9 页。
吴士连、范公著、黎僖等:《大越史记全书( 上) 》卷首，第 55—57 页。
吴时仕:《越史标案》，越南汉喃研究院藏抄本，第 2 页。
吴士连、范公著、黎僖等:《大越史记全书( 上) 》卷首，第 67 页。
成思佳:《现存最原始的越南陈朝史籍文本:北京师范大学藏抄本〈大越史略〉考论》，“中越关系研究:历史、现状与未来”国际研
讨会论文集，广州，2018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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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古史国统承继的时间线索。① 其二是首次为越南古史中的诸帝王创立了本纪，具体又分为《鸿
庞纪》和《蜀纪》。《鸿庞纪》起于泾阳王受封，终于末代雄王，即周赧王五十七年( 前 257 年) ，下设
《泾阳王》《貉龙君》和《雄王》三纪，分述与泾阳王、貉龙君、历代雄王、扶董天王、越裳氏和山精水精
等相关的传说事迹; ②《蜀纪》起于安阳王吞并文郎国，即周赧王五十七年，终于赵佗兼并安阳王的瓯
貉国，即秦二世胡亥二年( 前 208 年) ，下设《安阳王》一纪，分述与安阳王、金龟、李翁仲等相关的传
说事迹。③ 其三是开始将部分古史神话传说视为信史，并在史论和史评中极力加以说明和论证，如吴
士连在评论泾阳王和貉龙君的传说时，就曾将之与中国史籍中“吞玄鸟卵而生商，履巨人迹而兴周”
相比，认为这些“皆纪其实然也”; ④再如在论述安阳王时代的金龟传说时，他亦认为，“金龟之说信
乎，有莘降神，石能言，容或有之。盖神依人而行，讬物以言也。国之将兴，神明降之，以监其德; 将
亡，神亦降之，以观其恶”。⑤

吴士连之后，到后黎襄翼帝洪顺年间，又有史官武琼⑥作《大越通鉴》( 亦名为《越鉴通考》) ，凡
26 卷，“自鸿庞氏至十二使君别为外纪，自丁先皇至黎朝太祖大定之初年为本纪”。⑦ 由于该书目前
已经散佚，因而很难直接获知该书所述越南古史的具体情况。但是，在武琼完成是书后不久，又有黎
嵩⑧据是书内容写成总论一篇，名为《越鉴通考总论》。该篇总论尚存，其中有:

粤自鸿庞氏泾阳王继神农之后，娶洞庭君女……貉龙君继鸿庞之世，娶瓯貉氏女，而生
有百男之祥……雄王嗣貉龙之统……继世子孙，并以雄王为号，祚十八世，岁经两千余
年……安阳王西徙巴蜀，南灭雄王，都于螺城，保有瓯貉。得龟爪之弩，却秦人之兵，狃于战
胜，安乐而骄，赵兵来攻，而边疆失守。⑨

从黎嵩据《大越通鉴》写成的这段史论来看，武琼和黎嵩对越南古史的书写和认识应基本不出吴士连
《大越史记全书》的范围。由此看来，由于前代史籍散佚殆尽，到后黎朝时期，以阮廌和吴士连等为代
表的一批越南史家，确实开始将李陈时期创作和积累的与古史相关的众多民间文学神话传说引入越

南史书的编撰，正式将越南历史和国统的起源由南越赵佗时代上溯至泾阳王时代，并为越南古史中

的诸帝王( 泾阳王、貉龙君、雄王和安阳王) 创立了本纪，书写与之相关的各种传说事迹，由此进一步
丰富和发展了越南古史的叙事体系和主要内容，成为后黎朝对本国历史书写的一种官方话语和

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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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吴士连、范公著、黎僖等:《大越史记全书( 上) 》外纪卷 1，第 97—104 页。
吴士连、范公著、黎僖等:《大越史记全书( 上) 》外纪卷 1，第 97—100 页。
吴士连、范公著、黎僖等:《大越史记全书( 上) 》外纪卷 1，第 100—104 页。
吴士连、范公著、黎僖等:《大越史记全书( 上) 》外纪卷 1，第 98 页。
吴士连、范公著、黎僖等:《大越史记全书( 上) 》外纪卷 1，第 103 页。
武琼( 1452—1516 年) ，字守璞，唐安慕泽人，黎圣宗洪德年间进士，至洪顺年间已官至兵部尚书、国子监司业，兼史官都总裁。参
见 p. 415。

黎嵩，生卒年失考，原名邦本，青廉安乐人，黎圣宗洪德年间进士，至洪顺年间已官至少保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国子监祭酒，
知经筵事。参见 p. 62。
吴士连、范公著、黎僖等:《大越史记全书( 上) 》卷首，第 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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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疑古存录:中兴黎朝、西山朝和阮朝史家对越南古史的修正与定型

自后黎朝威穆帝以来，越南国内围绕皇位继承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的政治斗争和内战，黎朝皇权

和中央权力逐渐下移，最终导致了黎圣宗时期效仿中国所建立的统治秩序和封建礼法的全面崩溃。
尤其是到了中兴黎朝时期( 1533—1788 年) ，黎皇逐渐沦为政治傀儡，各种权力完全被中央的郑主和
割据地方的阮主、裒主( 即宣光武氏) 、莫氏等瓜分。阮朝史官在《钦定越史通鉴纲目》中就曾感慨:
“夫黎自中兴以后，太阿倒持，下陵上替，厥有自来君臣之礼荡然矣，惟南郊祀天尊卑之分尚在。”①也
有日本学者将这种历史现象称为“黎朝朝廷的空洞化”。② 在这种大的历史背景下，吴士连等在《大
越史记全书》中形成的对越南古史的书写和构建亦开始受到后世一些史家的质疑，由此在越南国内
逐渐形成了一股疑古的史学风潮。从现有资料来看，最早对吴士连等所述古史进行质疑的是吴时
仕。吴时仕( 1726—1780 年) ，字世禄，号午峰，曾官至礼部尚书，封延庆侯，是越南中兴黎朝时期的
著名文人和史家。③ 吴时仕对越南古史的质疑主要是以史论和史评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集中收录于
其著述《越史标案》中，现举出其中较为典型的若干事例加以说明。
其一是质疑泾阳王所建的赤鬼国，认为“按我越启邦虽在义颉之后，而文字未行，记载仍阙，其世

次年纪，政治风俗，传疑传信，总属无徵。……旧史( 指《大越史记全书》) 壬戌纪年何所起……赤鬼
何名乃以建国，一般荒诞，尽属可删”; ④其二是质疑貉龙君和妪姬一胞生百卵、百男的事迹，认为“或
问百卵之胞，有诸曰:龙子生自不凡，卵生何足为怪。然亦不经之说也”; ⑤其三是质疑雄王时代之扶
董天王和山精的事迹，认为“按天王破贼，山精争娶事，皆本《摭怪》润饬……岂可以一国信史抵一部
志怪”; ⑥其四是质疑鸿庞氏的起止时间，认为“鸿庞之起壬戌终癸卯，而雄王之亡、安阳之兴确属周
赧王之五十七年者，又以算计之泾雄之间凡二十代，二千六百二十二年，多少乘除，每君百二十岁，人

非金石，安能寿尽钱铿，此尤不可晓者”; ⑦最后，是对安阳王时代之金龟事迹的质疑，认为“然凭鸡与
女而能堕城，万无是理明矣。龟脱爪之事何如，曰龟苟能言，既为完城，又何惜一爪不以与之，正恐无
此龟耳”。⑧

从上述若干史论和史评的内容来看，到中兴黎朝时期，以吴时仕为代表的部分史家确实已经对

吴士连等书写和构建的越南古史产生了一定的质疑和不满，认为其中仍然有很多荒诞不经的成分存

在，因此发出了“岂可以一国信史抵一部志怪”的感慨。当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吴时仕的《越史标
案》实为私人史学著述，并不能代表中兴黎朝的官方立场，因此，其史学观点在当时的影响程度可能
还是极为有限的。在吴时仕去世后不久，中兴黎朝亦为西山起义军所灭，起义首领之一的阮文惠( 亦
称阮惠) 就此建立了越南历史上的西山朝( 1788—1802 年) 。根据《吴家世谱》的记载，在西山朝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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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清简等:《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 31，越南国家图书馆馆藏刻本，第 1 页。
上田新也『近世ベトナム政治と社会』、大阪大学出版会、2019 年、38—43 頁。

吴时仕:《越史标案》，越南汉喃研究院藏书，第 1—2 页。
吴时仕:《越史标案》，第 4 页。
吴时仕:《越史标案》，第 4 页。
吴时仕:《越史标案》，第 7 页。
吴时仕:《越史标案》，第 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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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交涉的过程中，吴时仕之子吴时任逐渐得到阮文惠的赏识和重用，一路官运亨通，官至兵部尚书、
侍郎大学士等职。① 到光中五年( 1792 年) ，吴时任开始兼任国史署总裁，景盛五年( 1797 年) ，则开
始“奉监刊修国史”。② 这里所谓的“国史”指的就是西山朝的官修正史《大越史记前编》，该书凡 17
卷，主要叙述了越南自鸿庞氏到属明时期的历史。③

通过对比可知，吴时任监修的《大越史记前编》与其父所著的《越史标案》在内容上是大体相当
的，可谓是一部在《标案》原书基础之上润色和扩展而来的史籍。④ 与此相印证，在《吴家世谱》中则
有“丁巳，奉监刊修国史，因以午峰公所著《标案》刻梓”⑤的记载，这里所谓的“《标案》刻梓”应并非
吴时任将《标案》刻印出版之意，而是以《标案》为基础将之发展为《大越史记前编》再进行刻印的意
思。由于吴时任将《越史标案》发展为西山朝的官修正史《大越史记前编》，就使得吴时仕对于越南
古史的种种质疑从民间层面的“一家之言”上升成了国家层面的“权威观点”，进一步推动了当时越
南国内疑古之风的发展。另外，吴时任在继承和因袭其父观点的同时，亦有补充和发展之处。如在
述及泾阳王娶洞庭君女时，吴时任补充道: “其失在好事者见柳毅传书传中说洞庭之女嫁泾川王次
子，妄意泾川是泾阳，既有夫妇，便有父子君臣，因而织绘成文。”⑥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吴氏父子虽
然对前人建构的越南古史多有质疑，但在他们的著述中仍坚持了“疑古存录”的原则，即在进行质疑
和批判的同时亦保留了从泾阳王到貉龙君，再到雄王、安阳王的古史叙事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
到阮朝( 1802—1945 年) 嗣德年间，随着这股疑古之风的持续发展，史家遂开始正式尝试对古史

的一些基本架构和内容进行删改和修订。众所周知，西山朝是越南历史上一个短命王朝，仅存在近
14 年便为阮主后裔阮福映所灭，阮福映即阮世祖嘉隆帝，由此建立了越南历史上最后一个自主王
朝———阮朝。与越南历代王朝所不同的是，阮朝在建立以后并没有急于修撰前朝的史书，反而是较
早的开始修撰与本朝相关的各类史籍。从嘉隆到嗣德初年，阮廷相继完成了《大南实录前编》《大南
列传前编》《大南实录正编第一纪》等书，诸如《大南实录正编第二纪》《大南实录正编第三纪》《明命
政要》《钦定大南会典事例》等书亦在紧张修撰之中。到嗣德八年( 1855 年) ，嗣德帝有感于“迩来国
史之学未经著为功令，故士之读书为文惟知有北朝之史( 指中国历史) ，本国之史鲜或过而文焉”的
近况，认为“昧于古者，何以验今，籍谈忘祖，伯鲁将落，正今日学者之通病，学术未明，岂非旧史未备
之故欤”，遂下诏决定编撰一部从上古到后黎朝的阮朝官修正史，名为《钦定越史通鉴纲目》。⑦

据嗣德八年所颁修史诏书来看，《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在体例上主要是依照宋儒朱熹的《通鉴纲
目》编撰。⑧ 但是，当具体到一些史论和史评时，《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则更多地受到吴时仕、吴时任
父子编撰的《越史标案》和《大越史记前编》的影响，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钦定越史通鉴纲目》转
引了大量书为“吴( 时) 仕曰”的相关史论和史评。由于深受吴氏父子史学观点的影响，《钦定越史通
鉴纲目》的史官亦继承了他们对越南古史书写的种种质疑。嗣德九年( 1856 年) ，《钦定越史通鉴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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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春银、王小盾、陈义主编《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第 29—30 页。
分别参见吴时仕《越史标案》;西山朝国史馆撰《大越史记前编》，北城学堂刻本。

西山朝国史馆撰《大越史记前编》卷 1，第 2 页。
潘清简等:《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卷首，越南国家图书馆馆藏刻本，第 1—2 页。
潘清简等:《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卷首，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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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总裁官潘清简①等联名上书，认为“鸿庞氏纪泾阳王、貉龙君之称，缘上古，世属渺茫，作者凭空撰
出，恐无所取。又附于小说家柳毅传以为印证，夫泾阳属秦，洞庭属楚，与我何关。况怪诞之谈，不经
殊甚，安所据而俨为建国立统之首君哉”，遂请旨“奉拟越史建统应以雄王为始，其泾阳、貉龙之事别
以传闻附注其下”。②

以本次上书为起点，遂在阮廷上下引起一番对越南古史问题的讨论。例如，邓国琅就曾上书反
对，认为:“鸿庞氏纪泾阳王、貉龙君、雄王虽世代辽远，文字无传，纪事多属荒诞，然建都立国历有年
所，均系我越之始君。故黎史臣吴士连撰《大越史记》系在洪德十年，当辰圣宗淳皇帝爱好文学，诏求
野史及人家所藏古今传记以备参考，其此书段自鸿庞氏，以泾阳王为国统首君。当此儒臣辈出，济济
跄跄，曾无一人言其是非。且自书成以后三百余年，经黎洪顺、景治年间两次简命儒臣撰述考订，其
间博雅君子固不乏人，亦无别有改窜，则前此士连所著，想亦非是悬空撰出。兹若截起自雄王而泾
阳、貉龙二君则止于雄王附注其事，恐非所以备世次而详源委。”③鉴于朝廷上下多有纷争，皇帝遂于
嗣德九年下诏裁定，认为:“我越旧史所载泾阳、貉龙之事若存若亡，存而勿论可也，乃亦一例大书。
而所书又多牛鬼蛇神、荒诞不经之说，史家舍怪存常之义有如是乎。其《越史通鉴纲目》一部，准起雄
王纪以表我越得统之始。至泾阳、貉龙二纪准分注于雄王下俾，合以疑传疑之义欤。”④嗣德帝的这
一裁定，是继西山朝编撰《大越史记前编》之后，越南中央王朝再次对史家质疑吴士连等所书越南古
史的一种肯定，成为以潘清简为代表的阮朝诸史官在《钦定越史通鉴纲目》中正式修订越南古史基本
架构和主要内容的“金科玉律”。
就《钦定越史通鉴纲目》的内容而言，阮朝史官主要对越南古史进行了以下三个方面的修订。第

一，改变了自吴士连编撰《大越史记全书》以来在越南国内形成的从鸿庞纪到蜀纪，从泾阳王到貉龙
君，再到雄王、安阳王的古史叙事的基本架构。改原本的《鸿庞纪》为《雄王纪》，确立越南得国统之
始起于雄王，不再为泾阳王和貉龙君专门设立本纪，仅将其有限的传说事迹书于雄王本纪之中，雄王

之后则仍由安阳王接续。⑤ 第二，在《大越史记全书》和《大越史记前编》等前朝官修正史的基础之
上，进一步对越南古史中的一些具体传说事迹进行删改: 其一是删去了一些他们认为极为荒诞的内

容，如在雄王纪中就直接删去了山精、水精争娶雄王之女的传说; ⑥其二是继续坚持“质疑存录”的原
则，将其他一些不经的成分写入《钦定越史通鉴纲目》的注释之中并加以质疑，如安阳王时期神龟的
传说就被写入“灵弩”注中，并于其后指出“但事属荒诞，今削之”。⑦ 第三，增补了一些中国史籍中的
记载，以此来说明其古史的可信性，如在雄王纪中就据金履祥的《纲目前编》增补了越裳氏于唐尧时
往中国朝贡献金龟的记载。⑧ 由此看来，至少到嗣德时期，在中兴黎朝以来形成的“疑古”史学风潮
的持续影响和作用下，阮朝官方对本国古史的认知和解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到《钦定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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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清简( 1769—1867 年) ，字靖伯，号梁溪，其先祖为中国福建漳州人，后移居越南南方，为阮朝时期的大臣和史官，主持编撰《钦
定越史通鉴纲目》等官修史书，因与法国殖民者签订第一次《西贡条约》，割让了越南南圻东三省而广受国人诟病，后因法国进一
步入侵西三省而服毒自尽。参见姚楠主编《东南亚历史词典》，第 461 页。
潘清简等:《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卷首，第 3—4 页。
潘清简等:《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卷首，第 7 页。
潘清简等:《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卷首，第 9 页。
潘清简等:《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前编卷 1，越南国家图书馆馆藏刻本，第 1—8 页。
潘清简等:《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前编卷 1，第 7 页。
潘清简等:《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前编卷 1，第 16—17 页。
潘清简等:《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前编卷 1，第 5—6 页。



越南古代史家对本国古史的书写和构建初探

史通鉴纲目》完成以后，逐渐形成了阮朝官方从雄王到安阳王的古史叙事体系，亦标志着越南古代史
家对本国古史的书写和建构的最终完成和定型。

结 论

综上所述，越南古代诸史家对其本国古史的书写和构建实际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简至繁、反
复取舍、不断嬗变的复杂过程。具体而言，则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大致相当于越南陈朝
时期。在此阶段内，越南古代史家对本国历史究竟起源于何时的认识开始发生变化，逐渐放弃了陈
朝初年黎文休在《大越史记》中确立的南越赵佗称帝建国的观点，开始尝试搜集和利用中国典籍中的
一些相关记载来追溯和构建南越国以前的历史，由此产生了《大越史略》中“国初沿革”部分对越南
古史的初步书写和构建。第二阶段，大致相当于后黎朝时期。在此阶段内，由于陈朝时期的史籍大
多散佚，以阮廌和吴士连为代表的一批后黎史家开始尝试将李陈时期遗留的若干载有古史民间神话

传说的文学作品( 如《粤甸幽灵集》《岭南摭怪》等) 的内容引入史学著述，最终在黎圣宗洪德年间编
撰的官修正史《大越史记全书》中形成了一套从泾阳王到貉龙君，再到雄王、安阳王的古史叙事体系。
第三阶段，大致起于中兴黎朝时期，经西山朝，一直持续到阮朝。在此阶段内，后黎朝时期在神话传
说基础之上构建的官方古史叙事体系开始遭到后世史家的不断质疑，由此在越南国内逐渐形成了一

股“疑古”的史学风潮。在此背景下，以吴时仕、吴时任和潘清简等史家为代表，开始尝试对越南古史
进行重新定位和修订，最终在阮朝官修正史《钦定越史通鉴纲目》中形成了从雄王到安阳王的古史叙
事形式，标志着越南古代史家对本国古史的书写和构建最终得以定型。
越南古代诸史家在书写和构建本国古史的过程中，既受到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与浸润，亦受到

越南自身民族思维和史学思想的影响，由此形成了一些共性的历史特征。就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而
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由于上古时期遗存的史料极为匮乏，越南古代史家在书写和构
建本国古史的过程中，均不同程度的借鉴了司马迁在《史记》中引传说入史作《五帝本纪》的史法，广
泛搜罗和取材于中越两国流传和记载的各类神话传说故事，使得他们笔下越南的古史叙事或多或少

的都带有一定的神话传说的性质和色彩。第二，由于越南古代史家普遍接受了太史公引传说入史的
观念，随着越南本国民间关于其上古神话传说的日益丰富，更多情节更为细致的本土传说逐渐被引

入史书，使得越南古史的叙事亦日渐详尽( 比如与稍早的《大越史略》相比，《大越史记全书》中关于
越南古史的叙述就要繁复很多) ，由此就形成了与中国古史叙事发展相类似的“层累地造就越南古
史”的史学现象。第三，由于深受中国传统史学中正统论的影响，“国统”或“正统”观念亦为越南古
代史家所普遍接受和认可，他们在构建本国古史时往往要追溯其国统或正统究竟起源于何时，如吴

士连在《大越史记全书》中就主张越南国统起源于神农氏后裔泾阳王，即所谓的泾阳王得统说;而潘
清简等在《钦定越史通鉴纲目》中则主张越南国统应始于雄王，即所谓的雄王得统说。
就越南自身民族思维和史学思想而言，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除了中国传统史学

的影响外，越南古代王朝国家的独立意识是驱使其史家书写和构建本国古史的重要政治和现实因

素。比如，《大越史略》中对本国古史的最初书写就恰好发生在陈朝三次成功抗击蒙元入侵以后;再
如，阮廌和吴士连等在《舆地志》和《大越史记全书》中所构建的古史叙事体系则与明宣宗最终弃守
安南，黎利建立后黎朝不无相关，均处在越南古代王朝国家独立意识相对高涨的历史时期。第二，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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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古史在发展中虽然一度形成了与中国相类似的“层累地造就越南古史”的史学现象，但到中兴黎朝
以后，随着越南本国史学的不断发展，部分史家亦形成了其自身对古史的认识和理解，由此产生了一

股相对独特的“疑古风潮”。其结果是越南古史叙事在进入近代前夕，非但没有如中国古史那样越推
越远，反而由时代更为遥远的泾阳王退回到了雄王时代，即《钦定越史通鉴纲目》中改雄王为越南国
统之始。第三，越南古代史家对本国古史的书写和构建亦日益呈现出本土化的叙事倾向。纵观全文
不难看出，在越南古代史家书写和构建本国古史的初始阶段，其因袭和使用的主要是中国史籍的记

载，如黎崱在《安南志略》中就基本因袭了《交州外域记》和《南越志》的说法;《大越史略》中“国初沿
革”部分则杂糅了《尚书大传》《林邑记》等书的记载;进入后黎朝以后，阮廌、吴士连等史家则开始从
《岭南摭怪》等越南本国文学作品中寻找古史素材，最终形成了以鸿庞氏纪和蜀纪为核心的更加本土
化的古史叙事体系;到《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成书以后，这种本土化趋势得到进一步加强，连与中国关
系密切的泾阳王、貉龙君也被排除出了越南国统的范畴。
从历史和现实角度来看，越南古代史家对本国古史的书写和构建产生了相对深远的作用和影

响。首先，就越南古代社会发展的角度而言，其古代史家对本国古史的书写和构建为当时的诸自主
王朝国家提供了一套相对完整的越史叙事的话语体系，有利于加深和强化古代越人( 尤其是其文人

士大夫阶层) 对越南王朝国家的认同和效忠。其次，从越南近现代社会发展的角度而言，越南古代史
家所书写的本国古史又逐渐成为越南构建其现代民族和国家的重要素材之一，尤其是古史叙事中的

雄王“建国、卫国”的形象在近代以来得到不断地渲染和放大，由此在越南国内最终形成了国家和民
间层面上的雄王信仰与崇拜。雄王是否为真实的历史人物? “文郎国”的真实形态如何? 还需要深
入研究，但正如于向东所说:“雄王祭祀与信仰，已构成越南民族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关乎越南民族
情感。”①最后，从中越两国交往的历史而言，由于深受中国古代史学观点和相关史料的影响，越南古
代史家所书写和构建的本国古史亦包含很多鲜明的中国历史和文化特征的元素( 比如神农氏、柳毅
传、蜀王子等) 。即便是后来越南古代史家出现了一些淡化，甚至剥离部分中国元素的叙事倾向，但
由于越南古史的基本素材和框架仍主要源于中国典籍，使得不少中国历史和文化元素始终在其古史

叙事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成为中越两国之间长期交往的一种必然产物和历史记忆。

( 作者成思佳，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越南研究所讲师;邮编: 450001)
(责任编辑:李桂芝)

(责任校对:张旭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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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于向东:《民族记忆与信仰:从古史传说的雄王到神殿祭拜的雄王———写在徐方宇〈越南雄王信仰研究〉出版之际》，徐方宇:《越
南雄王信仰研究》，第 vi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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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ved into two research positions，to“reevaluate historical data”and to“reframe historiography”. The
former position promoted the compilations and publications of the general history of modern China，and the
latter one fostered the birth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as an independent subdiscipline of scholarly inquiry.
Early pioneers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ical studies，such as Liang Qichao，Zhu Xizu，firstly reexamined the
general framework of traditional Chinese historiography. Following them，Yao Mingda，Meng Wentong，Jin
Yufu，and others explored the methods of studying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n detail. Among the later
generation，Meng Wentong is an outstanding example. The early research paradigm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developed between Confucian classical hermeneutics and historical inquires. Scholars
represented by Liang Qichao furthered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iography in focusing on its three elements:
the historiographer，the historical work，and the historian. Meng Wentong，by contrast，highlighted the
concepts，such as Confucian classics and moral principles in Chinese intellectual tradition. He established a
unique writing model for early Chinese historiography that consciously served as an alternative to the model
promoted by Liang Qichao and the others. To further th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we should learn
from the writings of early Chinese historiographers exemplified by Meng Wentong．

A Historical Evaluation of Chiang Kai-shek's Role During the Comprehensive Anti-Japanese War / /
Chen Qianping

The evaluation of Chiang Kai-shek during the Comprehensive Anti-Japanese War is quite complicated．
Though he showed abundant determination in the early stages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the GMD army only
had few victories on the battle field. As the chance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interventions diminished，
Chiang hoped to reach a tentative truce with Japan. However，the negotiations initiated by him had a
bottom line，that is，Japan must unequivocally respect China's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Chiang
followed his anti-communist policy throughout the War of Resistance. He agreed to a second cooperation
with the Communist Party for several reasons including the Peace Agreement of the Xi'an Incident，the
assurance of military assistance from the Soviet Union to his Nationalist Government，and the high
expectation that the Soviet Union would declare war on Japan.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Pacific War，
Chiang，though as a nationalist political leader，was short of a global vision for world politics. He was
arrogant，tenacious on power，and overtly testy. He did not have the wisdom and good judgment to deal
with wartime politics. He often prioritized his party's interests，held back GMD forces，and chose a strategy
focused on de-escalation on the battle field. The GMD army's loss during the Operation Ichi-Go in 1944 was
a turning point for the decline of China's posi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Writing National History by Ancient Historians in Vietnam / / Cheng Sijia

The ancient history of Vietnam offers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origins of the Vietnamese people and
the country itself，which is the reason that it has always been the focus of scholars who study the country.
In the past，due to the lack and limitation of historical data，scholars from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mainly focused on the verification discussing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history of ancient Vietnam，and few
scholars had paid attention to the holistic process in which historians of ancient Vietnam wrote and
constructed the history. This article，based on the newly found text Dai Viet Su Luoc as well as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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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resentative history records from ancient Vietnam，divides the writing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history of
ancient Vietnam into three phases，which includes the Tran dynasty when historians began to compile the
history，the Le dynasty when historians enriched and expanded the writing on ancient history，and finally
the Restored Le dynasty，Tay Son dynasty and Nguyen dynasty when historians corrected and finalized
ancient history. In general，the ancient history of Vietnam，written by ancient Vietnamese historians，has
more or less a certain mythical and legendary flavor，and is deeply influenced by ancient Chinese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yet preserving the independent consciousness of ancient Vietnamese dynasties. This
historiographical legacy not only provided a relatively complete discourse of Vietnamese history，but also
became an important historiographical foundation upon which Vietnam built its nation and country in
modern times.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Han culture，the ancient history of Vietnam written and constructed
by ancient Vietnamese historians also contains many distinctive features from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It
is also an inevitable outcome and cultural memory of long-term historic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Vietnam．

A Review of Christopher Goscha's Research Methods in Vietnamese History / / Wang Ziqi

Christopher Goscha is a well-known contemporary Vietnamese historian in the West. In his study of
Vietnamese history，he proposed a three D's approach，to“de-mobilize”，“de-exceptionalize”，and“de-
simplify”issues in Vietnamese history. Moving away from politics，he examines Vietnamese hist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modernization”. Through comparative studies，he points out that Vietnam's history is no
exception in world history. The history of Vietnam's national development is similar to that of many other
countries. The North-South Division of Vietnam is rooted i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rather than a special
experience created by the Cold War. In his study of Vietnamese history，he is good at using multilingual
and multiform materials for comprehensive analysis，paying special attention to diversity and contingency.
Vietnam，he argues，has not been a S-shaped land since ancient times. In his view，Vietnam's
modernization was much earlier than the French invasion and domination. He points out that Vietnam's
history is far more complex and diverse than the description in the simplistic narrative framework in the
past. The questions，methods，and perspectives of Goscha's research have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to 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Vietnamese history．

Liu Zehua and His Studies on Historical Epistemology / / Wang Ding

In the 1980s，the study of historical theory was prominent，and historical epistemology became one of
its focuses. Liu Zehua is one of the pioneers in the study of historical epistemology in China. In rethinking
the“Cultural Revolution，”he kept reflecting upon the question of historical cognition，dividing it into five
categories: factual cognition，abstract cognition，value cognition，connectivity cognition，and right-or-
wrong cognition. In doing so，he established a basic system of historical epistemology. Liu Zehua's
historical epistemology has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He pays attention to the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of
historical cognition，stressing that historical cognition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realistic questions in society.
He combines a sharp historical critical consciousness with a strong practical conc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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